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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課：風雨中成長的中國教會

(1920年代及1930年代) 
(1) 楔子
1) 1928年非基督教運動結束後，中國教會面臨一次大倒退，崇拜人數減少，很多農村教會關門，教會學校學生減少，一般基督教機構的事業也大減退，就以YMCA為例，從1924到1928年，會員流失了34%。
2) 中國教會在1920年代陷入一個風兩期，不但是因非基運動，同時中國的政治局面也面臨內憂外患的景況。1928年，北伐成功，結束了十二年的軍閥割據局面，帶來中國表面的暫短統一，結束了軍政時期，開始訓政時期，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。為了清共，國民黨分別在上海、南京、杭州、福州、廣州等地，用武力對付共產黨。在1930-1934年間，蔣介石五次圍剿行動，國共雙方都有損失，第五次剿共終於成功，共產黨無法再據守江西之井崗山，於是開始著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，於1936年到達陝西之延安，國民黨為了集中對付共產黨，不惜與日本簽訂塘沽協定，讓日軍勢力伸展至華北，此舉助長了日本的氣勢，蔣介石以為：「日本人的侵略是皮膚病，但共產黨的威脅是心臟病，沒有理先醫皮膚病才醫治心臟病。」
3) 所以國共衝突，給予日本的軍國主義在中國展開了他的勢力，1928年4月，日本出兵山東，企圖阻止北閥軍北上，五月三日，日軍佔領濟南，殺害中國軍民，爆發了史稱為的「濟南事變」。但在馮玉詳、閻錫山之協助下，北閥軍終抵達北京，同年十月，張學良易幟，向國民政府投城，就任東三省總司令，青天白日旗高懸於滿州，中國終於表面實現了一統的局面。　
4) 然而，因中國內部未穩，日本乘機進侵中國，他尤其垂延中國東三省之富裕，於是1931年日軍向瀋陽發動「九一八事變」，以柳條湖南滿鐵路被毁為藉口，兵臨城下，轉瞬間便奪得滿州三省，當時南京政府採取「不抵抗主義」，除了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，及向國際聯盟申訴之外，並沒有出兵阻止侵略。「九一八」激起了全國性的抗日怒潮，學生反應至為激烈，他們提出抵制日貨，在南京及上海舉行遊行示威，作抗日宣傳，政府以為共產黨參與其中，便用鎮壓手段壓制學生，這更惹起國民之反感。
5) 日本關東節節進逼，1932年1月28日發動了淞滬戰役後，又稱為一二八事變，或第一次上海事變（與八一三事變的第二次淞滬會戰不同）。1月18日，日本間諜川島芳子策劃對日本人襲擊行動，他們在上海公共租界區政擊，一日人死亡，一日人重傷，日本指控這是中國人的工廠糾察所為，1月20日50名日僑青年放火燒三友實業社，當天1200名日本僑民要求日本海軍出面干涉。1月24日，日本海軍戰隊增加兵力，中國十九路軍則在上海防守，但蔣介石採取忍辱政策，不與日軍衝突。但2月初，日本進攻，計有4艘巡洋艦、4艘驅逐艦、航空母艦2艘、海軍陸戰隊7000人，並炮轟上海和南京，遭遇十九路軍頑強抵抗，日軍損失頗大，再加上英美意各國因中日戰爭阻礙長江航運，有損利益，逼使日本停戰。但這次戰役，中國在金錢上損失十四億元，平民及陸軍也受到極大的損失，但上海周邊的主要基地的中華民國海軍，在整場戰役中未開過槍，面對陸軍屢屢要求也無動於衷，所以在整場戰役中沒有受到絲毫的損失，以致日後監察院介入調查，史稱為民22年海軍彈劾案。
6) 同年3月，日本在瀋陽組織滿州國，並把罷黜了的清帝溥儀為滿州國的元首。但蔣介石仍採取忍讓政策，使多人感到極之不滿，日本的野心，終於在1937年的蘆溝橋七七事變表露無遺，揭開了八年的中日戰爭的序幕。
(2) 國難神學
1) 面對著國家這種情況，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，教會的態度又是如何？我們要討論1920年代及1930年代的中國教會史，絕對不可以不提當時中國所處的政治情況，二者是息相關的。
2) 當時不少地區的教會都發表宣言，表明教會的立場，大多數的基督徒都擁護國民革命，長沙基督徒革新運動宣言說：「中國之榮辱是我們的榮辱，國民革命運動是我們的運動，國民政府是我們的政府…我們相信國民黨是救中國最有效的善勢力。」
· 此外他們又強調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無關係，就如上海中華基督徒大會宣言：「基督教教旨，本來是主張「自由」「平等」「博愛」的，不幸為時勢所累竟受了被帝國主義利用的嫌疑，這是多麼可痛的事！」他們與帝國主義劃清界線，他們反對租界，裁判權、海關權、郵政權、鐵路權等交在外國人手裏，主張收回所有這些權利。

· 他們又主張教會本色化，正如成都基督教革新運動宣言稱：「差會急宜培植中國教會自立之能力，故教會一切事宜，應交託華人辦理，西教士只於襄助的地位，西差會亦要交出主權，交給中國人帶領中國教會。」
3) 然而，面對著「共產黨」的堀起，及日本的威脅，教會又有何立場呢？首先談談「日本侵略」的問題，我們看到有二種不同的立場：
i) 有些教會及知識份子認同蔣介石的看法，1931年蔣介石曾經向請願學生說：
「關於抗日的事情，假如本人妄想全國國民擁護我，是容易做到的，只要我對日宣戰，全國國民一定稱頌我，把我抬得很高，但我為什麼不這樣作，反給一般人質疑我不抵抗呢？我不是怕死，我不能把國家的命脈斷送，不能使民族身陷危險，我現在要為國家前途打算，要為民族前途著想，不能為個人名譽使中國滅亡。」
他以為中日軍力懸殊，去抵抗等如送死，若是戰敗，便是政府的罪，所以他主張先安內，後攘外的政策；有些教會人事也贊同他的看法。
ii) 對這種「不抵抗策略極之不滿，尤其自己打自己人，助長外來侵略者之強橫，極其憤怒，尤其是新派的神學家，尤採取這樣行動，如趙紫宸就有這樣的話：
「日本帝國主義，乘世界各國不易兼顧東方問題的時期，乘中國空前洪水的災難，與不息的內爭，用武力侵佔中國的國土，殺戮中國的人民，違反世界和平公約，蔑視人類幸福，我們痛心疾首，恨惡此種違逆公理，蔑視人道，破壞人類文化的罪惡，我們因為國家蒙最大的恥辱而悲痛，因為基督所主持的正義被踐踏在鐵蹄之下，而哀掉憂惶。」
這一類的看法，我們稱為國難神學，劉廷芳也指出：「在宇宙中有主宰，他是正直公義…公道與正義，必得最後的勝利。」
總括當時教會對日本的侵略可分為下列幾個不同的立場：
a) 反對與日本開戰－他們主張不抵抗，神既是公義的主宰，必會為中國伸冤，所以不跟日本作難，但可將日本罪行向外宣傳，訴之諸公約國家或國聯，基督徒當祈禱懺悔，求上帝救國民。

b) 非武力抵抗，有些信徒基於唯愛原則，不贊成用武，其中以吳耀宗為代表，他說：「戰爭包含仇恨的心理，無論誰勝誰負，仇恨只有增加不會消滅，仇恨一日存在，則戰爭的可能，也一日存在。」他們以為基督教的核心價值就是愛。
除吳耀宗外，徐寶謙也是其中一個代表，他以為不用武，但可以把侵略公諸於世，又提倡國際間合作和諒解。

c) 主戰派－他們以為日本侵華是人間罪惡，不但中國要反對，全世界也要反對，武力抵抗不是以暴易暴，而是消減暴力，若不抵抗只是助長敵人氣焰，正如陳晉賢說：「上帝賦與人類本能，自衛是生存惟一的條件。」他又作比喻說，北方有一頭老虎要吃人，吾人為要救人，必須運用一切辦法打倒老虎，這頭老虎就是日本的帝國主義。
又有吳霞川，他以為「基督教是救世的宗教，不是離世的宗教，耶穌是要改造社會，治理社會，豈能偏重個人的仁愛，而不顧社會的公義呢？仁愛適用於個人關係，而公義是用在處理社會問題，兩者比較，尤以公義為重，在執行公義時，武力的使用是難免的。
d) 穩健派－此派人士支持國民政府的策略，不贊成武力抗日，也不同意消極的非戰主義，他們期望公義與仁愛同時落實。此派代表有劉廷芳，他反對即時間日本宣戰，若要救國，先整理內部，中國的問題是自己的積弱，自強是唯一救國的方法，他主張以人格救國，趙紫宸也是其中的代表，他說：「今日的中國，國內能團結則存，不能團結則亡。」又說：「我們信奉基督而作宗教教育的人，在此種大難中，雖然知道杯水車薪，無濟於事，然而我們不能不秉承耶」的耶穌的聖訓，不能不抱「一息尚存，此志不容稍懈」的決心，去培養青年信眾的人格。
4) 我們發現，回應當時局勢的大多是新派人士，福音派人士似乎並沒有很多的評論，究竟面對這樣的國難，他們的態度又是如何呢？此外，面對國共之爭，一般教會的領袖又如何看法呢？在下回我們將會詳細討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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